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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守正不易，出新待发
（上接C03版）

（1）社会主义改
造，失势探索

1949年之后，“社会
主义改造”之潮下，中华
书局也面临转型，方向
一度转向农经类。

1949年7月，中华书局参
加了新政府组织的华北联合
出版社和上海出版社，参与
中小学教科书的出版工作。
1952年，10月，教育部、出版
总署统一成立专门的教科书
出版委员会，中华书局失去
了其主营业务，在建国初几
乎年年亏损巨大，不得不靠
变卖剩余物料、房产和地基
维持周转，中华书局原办的
杂志也被陆续停刊。

1950年，中华书局、商务
印书馆、开明书店、联营书
店、三联书店发行组织合并，
成立公私营性质的中国图书
发行公司，其扮演的是国营
新华书店助手的角色，三年
之后并入新华书店，之后便
进入书籍国内发行工作一元
化的时代，全国只有一家叫
作新华书店的书店。

姓“公”的新华书店不自
觉地戴着有色眼镜，看待如
中华书局这样的私营出版机
构，认为发行它们的出版物
是助长资本主义行为，中华
书局的书很难出现在书店书
架显眼处。

1950年，国家出版工作
会议初步商定，中华书局以
医药卫生及农业书的出版为
主要专业方向，而当时中华
书局编辑所没有熟悉医疗卫
生、农业的人员，不切实际的
调整在中华书局造成动荡，
很多高级编审萌生离意。
1952年政府又将中华书局专
业调整为农业、经济、外国语
文、中苏友好协会委托编印
的书刊，其次是中国文史旧
书。8年之后才调整为出版
古籍的专业出版社。

惟一不变的是中华书局
出书之精。据俞筱尧在《社

会主义改造时期的中华书
局》，1955年有读者写信给出
版社：“你们出版的书籍，对我
们农业生产有很大贡献，我从

《水稻病虫害防治法》和《怎样
使用农药》两本书得到不少
知识……出版的同志，你们
出版这样好的书给我们学
习，使我们在农业生产上取得
丰收，你们是值得我钦敬的。”

（2）在国家意志
下，守护传统文化

中华书局的“回归
本色”，很大程度上得益
于毛泽东对文史的爱
好，在他的影响下，中华
书局定位被调整为古籍
出版社。

1958年，毛泽东指示要
点校二十四史，作为国庆十
周年献礼的工程。国务院古
籍整理规划小组相应成立，
中华书局为其办事处，公司
迁址北京。书局的专业终于
尘埃落定，整理出版中国古
代和近代文学、历史、哲学及
相关学术著作，承担国家级
古籍整理基本项目。

二十四史的点校，实为
庞大工程，需投入大量人
力。而1957年，反右风起，学
界人士噤若寒蝉。当时书局
主事者金灿然揽才有道，使
得那些被划为右派的学者如
宋云彬、马非百、傅振伦等，
进入中华书局。

由于之前出版的《资治
通鉴》过厚，毛泽东抱怨在床
上看书如练举重。中华书局
的二十四史点校本，便以单
本薄册的形式出版。国家意
志参与出版，给书局带来的
好处是，可避免彼时激烈的
政治风暴，成为清幽之地。

金灿然曾对同事说：“我
们党对宣传出版工作历来是
很重视的，对政治书籍的出
版工作尤其抓得紧……千万
不要以为我们搞的是古籍而
疏忽大意。搞不好，同样会

犯错误。”

（3）老店新途，创
新生活

市场经济时代，中
华书局面临再次转型，
经过艰难摸索，逐渐找
到感觉，但一些非议也
随之而来。

1991年第五期的《中国
出版》有一篇采访当时中华
书局李侃的专题报道，文章
以 清 点 中 华 书 局 在 1985
年-1990年间的出版成果开
始，作者感叹中华书局五年
间出版6大类900多种书籍，
全国规划项目占500多种，赞
其硕果累累。

然后又加了更高的抒情
“按国家规划出版的古籍整
理，基本乎都是赔本的，甚至
赔大本的。但是为了坚持社
会效益第一，为国家、人民、
子孙后代多出好书，它殚精
竭虑，努力拼搏、挣脱沉重的
经济压力，顶住民族虚无主
义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侵
袭，终于完成了出版任务。”

现实没有抒情那么美
好。中华书局在上世纪90年
代一度跌入低谷，负债经营，
举步维艰，主要靠银行贷款。
1997年，中华书局曾做过时
尚、旅游、教辅等书籍，但均告
失败。1996年开始的6年间，
有近半数的员工选择了离开。

至2002年，中国出版集
团成立，推进文化体制改革，
中华书局不得不立志改革，
直面市场。机会奇临，中华
书局宋志军，偶然在电视上
看到阎崇年在百家讲坛的讲
座，联系后出版了《正说清朝
十二帝》，首印五千，之后以
上万册的印量连续加印，在
市场上获得极大成功，接着
做了一系列正说历史书系。

2004年阎崇年《正说清
朝十二帝》，2006年易中天

《品三国》、《于丹论语心得》，
将国学热推向了一个高潮。

2011年，央视主持人倪
萍的《姥姥语录》在中华书局
出版，也颇有争议，有声音质
疑中华书局对自身的定位在
下移。而总经理李岩则认为

《姥姥语录》写的是中国民间
的智慧，写得很朴实，感情也
很真挚，并非是为迎合市场，
而是一种选题扩展，朴实的
民间智慧。

（4）周虽旧邦，其
命维新

一些忠实粉丝习惯
于将专业、文化精英等词
与中华书局联系在一起，
他们希望中华书局坚守
文化理想，不染尘埃，中
华一走大众通俗之路，
即有人批评其不够自
重。事实上，中华书局
已经将自己的口号在“弘
扬传统、服务学术”，添加
了“传承文明，创新生活”，
从高端路线调整到兼走
中高端，拓宽读者群。

无论中华书局粉丝们
作何感想，一个出版企业
若要安身立命，且仍保持
玉树临风之美仪，驾驭市
场 的 能 力 是 必 备 的 杀 手
锏，而市场又往往与整个
社会的文化底蕴与文化诉
求相关。全民爱清宫穿越
戏的时代，一个出版社心
高气洁坚持出易安居士全
集或饮冰室全集，难逃以
卵击墙的悲壮结局。

百年老店新征途。在传
统书业遭数字化出版潮流之
激荡时，中华书局面临的是
市场与数字化的双重冲击。
其对自身的定位，也变成双
重式：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
提供商，兼推动传统文化的
大众普及。

承担一个民族文化积累
与传承之职，非一家出版社
可轻易胜任。中华书局百年
探索与努力，功已大焉。周
虽旧邦，其命维新。

【
新
传
】

（2）借风行船，竞争飙进

陆费逵脱离商务印书馆，
自立门户。有人曾戏言，中华
书局的创建，源于一次背叛。
如再幽默点，可也以说中华书
局的发展，源于对商务印书馆
的复制与超越，移花接木，借
风行船。

比如商务办有《教育杂
志》，中华就有《中华教育界》；
商务有《英文杂志》，中华就有

《中华英文周报》；商务编《新
字典》、《学生字典》，中华就编

《中华大字典》、《新式学生字
典》……

1949年以前，中华书局和
商务印书馆的主要盈利产品，
都是教科书，教科书在中华书
局与商务印书馆的激烈竞争
中迅速换代，堪比现在电子产
品的更新换代。

根据书局编辑钱炳寰在
《中华书局史事丛钞》中的不
完全统计，从 1912 年至 1937
年抗战爆发，中华书局共出版
17套中小学教科书。

陆费逵曾一度寻求与商
务合并，但未达成。他去世之
后，商务印书馆当家人王云五
著文悼念，“我国商场同行如
敌国。商务与中华，在某时期
也不免此种现象，但经过剧烈
的正当竞争后，彼此认识因之
较深，渐转而为精诚合作。在
后几年间，我对于现实之诚恳
态度的认识，也正如在以前对
他所持的怀疑态度，简直是一
样的程度。”

（3）匡时济世，取利有道

由于当时没有严格的出
版审核，几个志同道合者就可
以办报开书局。而在出版界
报界获得成功的，往往是那些
既有文人式的匡时济世之情
怀，又有商人式的持筹握算的
精明。鲁迅曾尝试书业，以失
败告终，缺的正是后者。陆费
逵则二者兼具。

1915 年，中华书局推出
《大中华》杂志，主任撰述者
为梁启超。杂志发刊宣言书
由陆费逵执笔，称杂志的目
的在于养成国民世界知识，
增进国民人格，研究事理真
相以为超验上下之指南针。
陆费逵在向股东大会报告中
说：“期于杂志界放一异彩，
即使直接无盈利，然精神上
之利益无穷也。”

陆费逵在书局内部宣扬
“奉作者读者为衣食父母”的
理念，自己也身体力行。一
日，陆费逵看到有顾客在书画
柜台买字帖，在营业员找钱包
扎之际，他上前介绍新出书
画，并逐一详解。顾客乐而购
得心喜之物，欣然归去。次
日，书局一位董事对陆费逵
说：“江宁镇守使王廷桢君昨
天来购物，遇一戴眼镜能说北
方话的营业员，招待殷勤，他
很佩服，要我转告你不要埋没
这人才。”陆费逵答曰：“是即
敝人也！”

为体谅作者昏夜握管，
斗室彷徨，中华书局在报酬
方 面 竭 力 从 丰 ，对 无 名 作
家 ，亦 是 如 此 。 因 为 稿 酬
低，“足以灰壮士之气，戕杀
天才，阻碍文化发展”。其
对作者的稿费、版税并不单
以销数多少为据，好作品，
即使亏本，稿费和版税率都
定得较高。

▲中华书
局出版的《古今
图书集成》（左
图）。中华书局
于 1916 年起设
立了多处图书
馆 ，陆 续 收 藏
各类中西文书
刊近六十万册
（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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